
第２０卷第４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２０Ｎｏ．４
２０２０年７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ｕｌ．２０２０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空间非均衡及动态演进

邓远建，杨　旭，陈光炬，汪凯达

摘　要：在测算全国２９个省 （市、区）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基础上，对其空间非均衡特征

及动态演进过程展开分析。研究发现：（１）观测期内全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空间上呈现 “东强、中次、西弱”

的格局；省份之间差距同样明显，相比而言，同一区域内部省份之间差距较小。（２）观测期内全国生态福利

绩效水平相对差距增大趋势明显；东—西部区域间差距最大，但基本稳定；中—西部区域间差距最小，但增

速最快；中部区域内部差距最小，但增大趋势显著；超变密度是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空间非均衡的第一来源。

（３）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内部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绝对差距都有增大趋势；西部区域两极分化态势最

强，中部区域次之，东部区域最弱；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路径依赖特征；２０１２年后，仅东部区域生态福利绩

效水平各状态之间流动性明显改善。为此，政策制定要着眼于改变经济增长观、探索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水平

的新途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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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东方奇迹”，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
平，但也与许多发达国家曾经的一样，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的。正如Ｄａｌｙ所言，人类社
会已经从自然资本相对富裕的 “空的世界”过渡到了生态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 “满的世界”［１］。在
一个 “满的世界”，人造资本已经相对富裕，制约人类发展的要素转变为绝对稀缺的自然资本。如
何处理好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民生福祉提高的 “三难”问题，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
量绿色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对此，２０１８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核心要义就是在有限的资源供给下更好地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生态福利绩效是指生态投入转化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效率，它不仅承认自然资本的约束性，而且

避免了单纯ＧＤＰ主义，将人类的全面发展作为生态投入的根本目的［２］。可见，生态福利绩效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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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新古典经济学用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指标来衡量一个
经济体的发展潜力，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使用生态福利绩效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程
度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和方向［３］。那么，在生态福利绩效的视角下审视中国的发展状况时，
一系列问题亟待探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毋庸置疑，与此同时，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是提高还是降低
了？进一步，中国以及各个区域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是否具有空间不均衡现象？如果存在，其具体
表现如何？最后，空间不均衡现象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其内在规律是什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
助于增进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现状和基本特征的认识，把握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空间布局的演变
趋势，在理论上推动生态福利绩效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上对切实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政策制定
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综述

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最早可以溯源到Ｄａｌｙ［４］提出的各国可持续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测算单位
自然资源消耗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水平来做出评价，但其没有给出在实践中的具体量化指标。国内学
者诸大建［５］在Ｄａｌｙ思想基础上于２００８年首次提出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生态资源消耗
转化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效率，并用人类发展指数与生态足迹的比值来量化。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环境污染逐渐被纳入到生态福利绩效的测算之中。总体而言，生态福利绩效指的是以最小的资源消
耗和环境污染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福利产出的生产过程。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生态福利绩效水
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６］、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影响因素［７］、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评价［８］等方面开展了
深入研究。测度方法主要包括比值法、数据包络分析 （ＤＥＡ）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ＳＦＡ）等。当
前，以ＤＥＡ为主的相关方法已逐渐成熟，这也是本文测度生态福利绩效的方法。
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空间非均衡问题一直广受学者关注。冯吉芳等［９］通过人类发展指数与生态

足迹的比值，利用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的数据发现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省域差异明显且与经
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错位现象。徐昱东等［１０］以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为研究跨度，采用的是社会福利水平
与生态消耗水平的比值，得出全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东—中—西部区域递减格局并在空间上呈
现一定的依赖性和异质性的结论。肖黎明等［１１］、龙亮军［１２］基于Ｓｕｐｅｒ－ＳＢＭ模型分别以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省域层面数据和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主要城市数据的测算结果也支持上述结论。但李成宇等［１３］基于非
期望产出的ＳＢＭ模型以２００１—２０１５的省域层面数据得出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东—西—中部区
域的递减格局。在差距演化方面，程艳茹［１４］利用Ｔｈｅｉｌ指数对中国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的生态福利绩效
水平总体差距进行分解，结果显示区域内部差距一直占９５％以上，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杜慧
彬等［１５］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只有东
部区域不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林木西等

［１６］基于 ＭＬＤ指数及动态学方法以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省
域层面数据，认为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两极化趋势且流动性较差。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为本文把握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奠定了基础，但在生态福利

绩效水平空间非均衡问题的研究视野下，依然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一是绝大多数学者在测算生
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基础上，采用描述性统计和数据可视化的方法，通过对比不同区域生态福利绩效
水平来阐述其空间非均衡特征，研究深度不够，缺乏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演变特征与规律的系
统分析。二是虽然Ｔｈｅｉｌ指数、收敛性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关于其空间非均衡问题的研究，
但还是有不足之处：其一，Ｔｈｅｉｌ指数将总体差距分解为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由于其没有考虑到
子群样本分布状况，忽略了组间交叉重叠这一影响因素，导致无法准确识别组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
贡献［１７］，显然增大了空间差距的测算误差；其二，上述方法只能对空间非均衡的相对差距进行测

—６１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算和分解，但是对绝对差距的演进过程无法进行精细化考察［１８］。

为弥补上述缺憾，本文拟在研究深度和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拓展和改进。首先，利用Ｓｕｐｅｒ－ＳＢＭ
模型对全国２９个省 （市、区）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进行测算，总体描述全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
现状。随后，利用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测度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空间非均衡的相对差距，并按子群
分解方法将其分解为区域间差距、区域内差距以及超变密度，以精确得知空间非均衡的差距来源。

进一步，引入Ｋｅｒｎｅｌ核密度估计方法，更加直观地展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绝对差异演进规律，利
用 Ｍａｒｋｏｖ链探究在不同时期生态福利绩效的转移特征，以期为区域差距、极化趋势等研究结论提
供可靠支撑。最后，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展开讨论。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Ｓｕｐｅｒ－ＳＢＭ模型
传统的ＤＥＡ模型 （如ＢＢＣ或ＣＣＲ模型）是基于径向角度的测量方法，没有考虑到投入产出

的松弛问题，且只能从投入或产出角度入手，往往导致测算结果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为此，

Ｔｏｎｅ［１９］提出了基于非径向的ＳＢＭ模型，其优点是效率值随着投入和产出松弛程度的变化而严格变
化，但ＳＢＭ 模型所得结果会出现效率值同时为１，导致决策单元无法排序的问题。因此，Ｔｏｎｅ［２０］

进一步提出了超效率ＳＢＭ （Ｓｕｐｅｒ－ＳＢＭ）模型，同时解决了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问题和决策单元
的排序问题。此外，可变规模报酬假设、投入与产出角度的双向优化更加贴近实际情况。因此，本
文采用可变规模报酬假设下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Ｓｕｐｅｒ－ＳＢＭ模型测算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体
模型构建如式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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烆 ０
其中，δ为ＤＥＡ超效率值，（ｘ，ｙ）是剔除第Ｋ 个决策单元的决策变量参考点，λｊ 为权重向

量，ｘ、ｙ分别代表投入和产出变量，ｍ、ｓ分别代表投入、产出变量个数，ｓ－、ｓ＋分别代表投入、
产出的松弛变量。当δ≥１时，决策单元相对有效；当δ＜１时，决策单元相对无效。δ值越大，说
明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越高。

（二）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
Ｄａｇｕｍ于１９９７年提出的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弥补了传统基尼系数及泰尔指数方法的缺陷。

本文采用该方法测度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相对差距大小及来源。因该方法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差
距的相关研究之中［２１］，限于篇幅，本文对此详细过程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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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Ｋｅｒｎｅｌ核密度估计
Ｋｅｒｎｅｌ核密度估计法可以用连续的密度曲线描述随机变量的分布形态。本文采用该方法直观

展示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绝对差距的演变规律。
假设ｆ （ｘ）是随机变量Ｘ的密度函数，如式 （２）所示。

ｆ（ｘ）＝ １
Ｎｈ∑

Ｎ

ｉ＝１
Ｋ Ｘｉ－ｘ［ ］ｈ

（２）

其中，Ｎ 为观测值个数，Ｘｉ表示ｉ省的生态福利绩效值，ｘ是生态福利绩效均值。Ｋ （·）为
核函数，不失一般性，本文选用Ｇａｕｓｓｉａｎ核函数。ｈ为带宽，其大小决定了Ｋｅｒｎｅｌ核密度估计图
的精度与平滑度，本文选取最优带宽进行核密度估计。一般来说，根据核密度估计结果的图形，可
以得到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分布的位置、形态、延展性和极化趋势等信息。

（四）Ｍａｒｋｏｖ链
本文利用 Ｍａｒｋｏｖ链方法探究在不同时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转移特征，其基本原理是：

Ｍａｒｋｏｖ链是一个离散事件随机过程，即 ｛Ｘ（ｔ），ｔ∈Ｔ｝，指数集合Ｔ对应各个时期，有限状态对应
于随机变量的状态数，那么对所有时期ｔ和所有可能的状态ｊ、ｉ和ｉｋ（ｋ＝０，１，２，…，ｔ－２），满足
式Ｐ｛Ｘｔ＋１＝ｊ｜Ｘ０＝ｉ０，Ｘ１＝ｉ１，Ｘ２＝ｉ２，…，Ｘｔ＝ｉ｝＝Ｐ｛Ｘｔ＋１＝ｊ｜Ｘｔ＝ｉ｝，说明ｔ＋１时期，
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处于ｊ状态的概率取决于在ｔ时期的状态。
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称为状态转移。如果以生态福利绩效水平高低

将各省份划分为ｋ种状态，那么，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状态之间的转移可以用一个ｋ×ｋ的转移概率
矩阵Ｐ 表示，如式 （３）所示，可据此从转移概率的角度来探究生态福利绩效的动态演进过程。

Ｐ＝
Ｐ１１ … Ｐ１ｋ
  

Ｐｋ１ … Ｐ

烄

烆

烌

烎ｋｋ

（３）

其中，Ｐｉｊ表示在第ｔ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属于ｉ状态的省份在ｔ＋１年转移到ｊ状态的一步转移
概率。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求得Ｐｉｊ＝ｎｉｊ／ｎｉ，ｎｉｊ表示在整个观测期内由第ｔ年属于ｉ状态的省份在
第ｔ＋１年转移为ｊ状态的省份数量之和，ｎｉ是所有年份中属于ｉ状态的省份数量之和。

（五）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运用Ｓｕｐｅｒ－ＳＢＭ模型测算生态福利绩效水平需要明确投入与产出变量。在科学性、系统性和

可操作性原则指导下，同时参考龙亮军［２２］、方时姣等［２３］的指标选取办法，本文选择资源消耗和环
境污染作为生态投入指标，其中，资源消耗包括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和土地消耗，分别以人均能
源消费量 （标准煤）、人均用水量和人均建成区面积度量；环境污染作为人类福利水平和经济活动
产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本身也是一种投入或成本［１２］，主要考虑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三方面，
分别以人均化学需氧量、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废弃物产生量度量。福利产出将人的全面
发展作为生态投入的根本目的，经济进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人类发展
指数 （ＨＤＩ）的衡量方法，综合考虑居民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以及过上体面生活的能力［６］，分别
以平均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生产总值度量。
按照数据可得性和可比性原则，本文选取全国２９个省 （市、区）作为研究对象，不包括台湾、

香港、澳门以及新疆和西藏，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以及福利产出的各
项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于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 《中国能
源统计年鉴》。其中，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人均指标均通过年末常住人口数处理得出；人均生产
总值以２００４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各省份平均预期寿命只有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数据，参考徐
昱东等［１０］的方法补齐各个省份的缺失数据；平均受教育年限 （ＡＹＳ）的计算如式 （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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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ＹＳ＝６×Ｐ小学 ＋９×Ｐ初中 ＋１２×Ｐ高中 ＋１６×Ｐ大专及以上Ｐ小学 ＋Ｐ初中 ＋Ｐ高中 ＋Ｐ大专及以上
（４）

其中，Ｐ代表各学历段人口数。

四、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测算

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Ｓｕｐｅｒ－ＳＢＭ模型，运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得出各

省份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 （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全国各省 （市、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测算结果

省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均值
北京 １．３１８　１．５４４　１．５９０　１．６８５　１．７７０　１．７８３　１．８２９　１．７８５　１．７６２　１．８３７　１．７１０　２．０４７　１．８８３　１．７１４　１．７３３
天津 １．０８４　１．０２９　１．０４４　１．０３１　１．０４１　１．０３８　１．０５５　１．０４８　１．０６２　１．０６５　１．０７０　１．０３５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８　１．０４４
河北 ０．６８２　１．０００　０．７５６　０．７３９　０．７６１　０．７５７　０．７９５　０．７５４　０．７６０　０．７７３　０．７８２　１．００１　０．６９３　１．００１　０．８０４
辽宁 ０．６０４　０．５５２　０．５４１　０．５２１　０．５１９　０．５０７　０．４７８　０．４１９　０．４２０　０．４１６　０．４１６　０．３９５　０．３４５　０．３４７　０．４６３
上海 １．２３９　１．１７３　１．１７１　１．１７３　１．１５２　１．１５２　１．０７９　１．０７０　１．０６３　１．０６４　１．０７５　１．０５７　１．０９３　１．０３５　１．１１４
江苏 ０．８００　０．８０８　０．７９２　０．７９２　０．７７０　０．７２９　０．７３６　０．６８５　０．６６８　０．６４２　０．６１３　０．５９６　０．５１９　０．５２２　０．６９１
浙江 １．０２４　１．０４３　１．０２９　１．０１９　１．０１２　１．００６　１．０１０　１．００２　０．８８７　０．８６０　０．８１５　０．７８９　０．７３５　０．７３９　０．９２７
福建 １．０５０　１．０４７　１．０２２　１．０２２　１．０１５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０　０．７９８　０．８０７　１．００３　０．７３７　１．０１９　０．９６７
山东 １．００４　１．０１２　１．０１３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１　０．７９６　０．６８９　０．６８５　０．６７４　０．６５７　０．６２８　０．６０４　０．７２０　０．８２１
广东 １．０６２　１．０５９　１．０７６　１．０２４　１．００４　０．８３９　０．７９０　０．７８０　０．７６６　０．７４６　０．７８３　０．７５５　０．６８０　０．６９１　０．８６１
海南 １．９２５　２．０５２　２．０１３　１．９６２　１．９８０　１．９３９　１．７５７　１．４１８　１．３７７　１．２８７　１．２４７　１．１８９　１．１９５　１．１９８　１．６１０
东部 １．０７２　１．１２０　１．０９５　１．０８８　１．０９３　１．０６９　１．０３０　０．９６９　０．９５０　０．９２４　０．９０７　０．９５４　０．８６３　０．９０９　１．００３
山西 １．０３９　１．０４６　１．０４６　１．０４２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５　１．０３３　１．０１９　１．０１９　１．０２１　１．０２５　１．０３６　１．０２６　１．０４０　１．０３６
吉林 ０．６９８　０．６７３　０．６５６　０．６５３　０．６１７　０．５６６　０．５３５　０．４８３　０．４９５　０．４９５　０．４９９　０．４６８　０．５０１　０．４８０　０．５５９
黑龙江 ０．６１４　０．５６６　０．５６３　０．５４６　０．５３０　０．４８８　０．４７８　０．４２５　０．４１６　０．４２２　０．４２６　０．４００　０．４０５　０．４０６　０．４７８
安徽 １．１１６　１．０９６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２　１．０７１　１．０６７　１．０４９　１．０３２　１．０２８　１．０２８　１．０３８　１．０２４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８　１．０５２
江西 １．０３４　１．０４８　１．０２６　１．０４０　１．０４６　１．０５４　１．０４１　１．０４０　１．０５５　１．０４７　１．０２４　１．０２０　１．０１８　１．０１８　１．０３７
河南 １．１７８　１．１６０　１．１１５　１．１３０　１．１０４　１．０８６　１．１３７　１．０４５　１．０４１　１．０４５　１．０８７　１．０７４　１．１７３　１．２１５　１．１１３
湖北 ０．７６１　０．７３７　０．８３５　１．００２　０．７５３　０．７３３　０．６８５　０．７３７　０．７４５　０．７５３　０．７３４　０．１７１　０．６８６　０．５９８　０．７４８
湖南 １．００９　１．０２０　１．０２８　１．０２８　１．０２１　１．０２０　１．０２２　１．０２３　１．０３２　１．０４５　１．０５５　１．０７１　１．０６８　１．０２９　１．０３４
中部 ０．９３１　０．９１８　０．９１９　０．９４０　０．９００　０．８８４　０．８７３　０．８５１　０．８５４　０．８５７　０．８６１　０．８５１　０．８６１　０．８４９　０．８８２
内蒙古 ０．４１９　０．４３５　０．４４１　０．４３４　０．４４１　０．４３４　０．４１４　０．３６５　０．３５３　０．３４０　０．３４６　０．３３３　０．３７１　０．３５８　０．３９２
广西 １．０４６　１．０２８　１．０３５　１．０３０　１．０２８　１．０２９　１．００８　１．０２７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６　１．０１９　１．０３０　１．０１４　１．００２　１．０２５
重庆 １．００５　０．７９５　１．０３６　１．０１７　１．００９　０．８０３　０．７６４　０．７６３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８　０．７６６　０．７３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４７　０．９１１
四川 ０．７６９　０．８５２　１．０２５　１．０１９　１．０３６　１．０２２　１．００５　１．０３１　１．０２７　１．０３２　１．０１８　１．０２９　０．７４５　０．７０３　０．９５１
贵州 １．１１７　１．０７４　１．０６９　１．０８８　１．０８９　１．０７０　１．０６２　１．１４７　１．１２４　１．０９７　１．０９４　１．０８７　１．０１０　０．６１５　１．０５３
云南 １．１２１　１．１６１　１．１２０　１．１０９　１．１２３　１．１２２　１．１２８　１．１０５　１．０９２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０　１．０８６　１．０２６　１．０２７　１．０９９
陕西 １．０１８　１．０２６　１．０３７　１．０３５　１．０３８　１．０４８　１．０４８　１．０３６　１．０４６　１．０３９　１．０１９　１．０２７　１．０１１　１．００１　１．０３１
甘肃 １．０１１　０．６７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４　０．６５２　０．６４８　０．６１１　０．６１９　０．５９９　０．５５６　０．５４７　０．５０４　０．５１４　０．６８６
青海 ０．６４４　０．６５１　０．５４８　０．５４４　０．５２８　０．５５４　０．５７３　０．５５９　０．５９０　０．５０４　０．４７９　０．４４０　０．３７２　０．３９０　０．５２０
宁夏 ０．３０９　０．２９８　０．２９４　０．２８６　０．２８０　０．２８２　０．２６３　０．２２７　０．２１６　０．２０６　０．２０３　０．１９５　０．１９３　０．２１３　０．２４７
西部 ０．８４６　０．７９０　０．８６０　０．８５６　０．８２４　０．８０２　０．７９１　０．７８７　０．８１０　０．７９３　０．７５８　０．７５０　０．７２５　０．６８７　０．７９１
全国 ０．９５５　０．９５１　０．９６６　０．９６７　０．９４７　０．９２６　０．９０４　０．８７４　０．８７５　０．８６０　０．８４３　０．８５６　０．８１４　０．８１６　０．８９７

由表１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从区域层面来

看，观测期内东部区域绩效水平一直最高，西部区域则一直最低，中部区域始终与全国平均水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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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其均值分别为１．００３、０．８８２、０．７９１，保持着稳定的 “东强、中次、西弱”格局；且东、
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总体均呈下降趋势。分时段来看，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三个区域都有小
幅上涨，涨幅分别为１．５％、０．９％、１．２％；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都有明显下降，降幅分别为１１％、５％、

４％；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继续下降，但降幅分化较大，分别为４％、０．６％、１５％。可见，东部区域前期
下降最明显，但也率先采取了调控措施，遏制了下降势头；中部区域处于生态投入与福利产出的动
态平衡之中；西部区域可能受到东部区域 “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企业转移的影响致使降幅增
大。从省域层面来看，观测期内北京的绩效值都在１．０以上，均值为１．７７３，表明北京对生态投入
的利用效率不仅处于效率前沿面上，而且还超出目标值的７７．３％；而宁夏的绩效值都在０．４以下，
均值仅为０．２４７。以２０１２年为例，宁夏的绩效值为０．２１６，仅为北京的１２．２％，足以表明其与北京
存在明显差距。若将范围缩小至同一区域内部，以２０１２年中部区域为例，绩效值最高的河南为

１．０４１，超出目标值４．１％，与之相邻的湖北绩效值为０．７４５，占河南的７１．５％，而中部区域绩效值
最低的黑龙江为０．４１６，仅占河南的３９．９％。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否在同一区域，生态福利绩效
水平的省域差距都十分明显，相对来说，同一区域内省份差距较小。

五、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空间非均衡性测度及分解

前文通过对区域、省域层面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变化趋势的描述，较为直观地展示了中国生态福
利绩效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为了更加精确得知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空间非均衡的相对差距大
小及其来源，本文采用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进行精确测度和分解，根据测算结果绘制出生态福利绩效
水平相对差距的演变趋势图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全国总体差距、区域间差距、区域内差距及贡献度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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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总体差距分析
图１ （ａ）描绘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总体差距的演变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

整个观测期内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总体差距增大趋势显著，基尼系数从０．１６３　７增长至

０．２２２　０，增幅约３６％，年均增长率约为２．４％。其中，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间基尼系数先增加再降低，波
动剧烈但总体变化不大，其值从２００４年末的０．１６３　７上升至２００７年末的０．１６８　７，增幅仅为３％，
年均增长率仅约为１％；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间是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阶段，从２００８年初的０．１６８　７增长
到２０１１年末的０．２０１　２，增长了０．０３２　５，增幅约为１９％，年均增长率高达４．５％；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
间基尼系数虽呈波动中上升趋势，从２０１２年初的０．２０１２上升至２０１７年末的０．２２２　０，增幅约为

１０％，年均增长率约１．６％，但与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相比已有明显改善。这说明２０１２年之后，中国的
宏观调控和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总体差距的增大趋势，区域
间和区域内的差距仍不容乐观，经济高质量发展依然面临区域失衡的挑战。

（二）区域间差距分析
图１ （ｂ）描绘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三大区域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差距的演变趋势。总体来看，观

测期内东—西部区域间基尼系数最大，东—中部、中—西部区域间基尼系数明显低于东—西部。从
演变趋势来看，２０１７年东—中部区域间基尼系数相比于２００４年增大了０．０５，增幅为３３％，年均增
长率约为２．２％。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东—中部区域间基尼系数已经增大了０．０４２　７，占
观测期内变化值的８５％。其可能的原因是，２０１０年之前东部区域的广东、山东等省份生态福利绩
效水平一直较高，但在此之后均出现了明显下降，所以二者的差距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中—西
部、东—西部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变化趋势比较相似：中—西部区域间基尼系数在２０１７年达到最大
值０．２２８　４，相比２００４年增大了０．０７６　２，增幅为５０％，年均增长率约为３．１％；东—西部区域间
基尼系数在２０１７年为０．２４８　５，相比２００４年增大了０．０５８　９，增幅为３１％，年均增长率约为２．１％。
由此可以看出，东—西部区域间差距较大，但增速最慢；中—西部区域间差距相对较小，但增速最
快。呈现这一状态的原因在于，观测期内东部区域部分省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虽然出现了明显下
降，但东部区域相比于西部区域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技术水平、民生保障能力、基础设施建设等
都为其奠定了雄厚基础，因此，东—西部区域间差距依然呈现缓慢的增大趋势。中、西部区域有更
多的相似性，因此，中—西部区域间差距较小；但中部区域发展更加均衡，观测期内仅吉林、黑龙
江和湖北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出现了明显下降，但总体下降幅度不足２０％；西部区域的贵州、甘
肃和青海，总体下降幅度超过了４０％。可见，由于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水平较低省份之间的差
距拉大，导致中—西部区域间差距增大明显。

（三）区域内部差距分析
图１ （ｃ）描绘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三大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内部差距的演变趋势。总体来看，

东、中、西部区域基尼系数均值分别为０．１９７　０、０．１４０　４、０．２０７　１，中部区域基尼系数一直最小，
而东、西部区域基尼系数相差不大。这说明相比于东、西部区域，中部区域各省份之间差距最小。
从各自演变趋势来看，在观测期内，东部区域基尼系数增大了０．０４４，增幅为２７％，年均增长率约
为１．８％，尤其是自２０１２年以来增幅仅４％，年均增长率仅为０．７％；中部区域基尼系数增加了

０．０６４，增幅为５５％，年均增长率约为３．５％；西部区域基尼系数在观测期内增大了０．０６８，增幅为

３８％，年均增长率约为２．５％。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部区域虽然内部差距最小，但是增大速
度最快，因此对中部区域的发展状况不能盲目乐观；相比而言，虽然目前东部区域内部差距较大，
但基本保持稳定。其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随着东部区域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各省份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导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正向空间 “溢出效应”更
强，能够有效遏制内部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随着环境质量要求不断提高，东部区域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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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环境规制强度普遍高于中、西部区域，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更加显著的 “标尺竞争”效应。西
部区域内部差距最大的原因在于内部各省份发展方式相差较大，例如云南、贵州等省份，拥有较为
丰富的自然资本，可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自然资本的正外部性也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
福利水平［２４］；而西部区域的宁夏、内蒙古等省份，对能源消耗的依赖仍过大，民生保障能力不足，
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可见，就西部区域目前的发展阶段，内部差距在短期内很难减小，国家必须持
续加强对西部区域的政策扶持，深入推进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西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和改善
营商环境，西部区域部分省份也要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森林康
养、民俗旅游等新产业。

（四）各项差距来源及贡献度分解
图１ （ｄ）描绘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总体差距来源及贡献度的演变趋势。从图中

可以看出，观测期内区域内部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度最稳定，基本维持在３２％左右；而区域间
差距和超变密度贡献度的演变趋势存在 “此消彼长”的态势。具体来说，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区域间差
距贡献度大于超变密度，但仅在２００５年比较显著，这一阶段二者的贡献度均值分别为３５．８４％、

３１．６２％，说明在此阶段总体差距的来源比较均衡；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超变密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之
后在２０１６年二者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度悬殊最大，分别为１６．７２％、５０．５７％，２０１７年二者的贡献度
演变为２７．９５％、３９．５９％，并未改变超变密度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总体而言，观测期内区域内
部差距、区域间差距和超变密度的贡献度均值分别为３２．６９％、２８．２５％、３８．０６％。可见，中国生
态福利绩效水平空间非均衡的第一来源是超变密度。超变密度反映的是不同区域间的交叉重叠对总
体差距的贡献度，即尽管东部区域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总体较高，但并不意味着东部区域所有省份
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都高于中、西部省份，部分中、西部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较高省份仍高于东部区
域较低省份，如中部区域的河南、安徽、江西、湖南以及西部区域的广西、云南、陕西等省份，其
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普遍高于东部区域的河北、辽宁、江苏等省份，表明中国生态福利绩效高水平省
份呈现一定的分散式、多极化布局。对于与上述高水平省份相邻的低水平省份，应当充分利用地缘
优势，突破行政区域的分割，积极吸收资源禀赋相当、文化背景相似、生产条件相同的生态福利绩
效高水平省份的正向溢出效应，实现对自身发展的辐射和带动。

六、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动态演进

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相对差距进行了测度和分解，但无法展示绝对差距的
演变规律。为此，本文进一步利用Ｋｅｒｎｅｌ核密度估计直观展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绝对差距演变的
分布位置、态势、延展性、极化趋势等，同时利用 Ｍａｒｋｏｖ链分析转移平稳性及转移路径等方面的
动态演进特征。

（一）基于Ｋｅｒｎｅｌ核密度估计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动态演进
从全国整体而言，图２ （ａ）描绘了全国２９个省 （市、区）观测期内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动态

演进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分布曲线中心基本维持在１．０附近，主峰高度持续
下降，曲线宽度不断增大，尤其是曲线左侧拓宽趋势明显。这说明在观测期内，全国生态福利绩效
水平处于明显下降趋势，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下降省份居多，仅少数省份出现上升趋势，省际之间的
绝对差距存在一定程度的增大。在图２ （ａ）中也可以看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分布曲线在观测期
内存在明显的右拖尾现象，其分布延展性呈现收缩趋势，说明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极高省份的绩效值
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明显缩小。从波峰数量来看，观测期内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分布曲线经历了 “双
峰—单峰—双峰”的演变趋势，最终全国范围内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两极分化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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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峰高度不断下降而侧峰不断抬高所导致的。其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中
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 “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三大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
绝对差距明显减小，同时，东部区域福利水平已相对较高，依旧增加的生态投入对福利水平 （如教
育、医疗）提升的边际贡献减小，导致东部区域率先遭遇了 “成长中的烦恼”。因此，东部沿海的
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份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均出现了明显滑
落。这一现象与 Ｍａｘｎｅｅｆ［２５］验证的 “福利门槛”假说相一致，即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一定的 “门
槛”后，经济继续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对上述省份而言，一方面要鼓励技术创新、
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以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需要将政策重点由经济增长转移
到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等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

图２　全国整体及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动态演进

从区域层面来看，图２ （ｂ）、图２ （ｃ）、图２ （ｄ）分别描绘了东、中、西部区域在观测期内生
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从分布位置来看，观测期内东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分布曲线
中心先发生了两次左移，之后发生了显著的右移，说明在前一阶段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总体呈下降趋
势，后一阶段有所改善；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分布曲线中心位置都有左移趋势，且西部
区域左移幅度更大，说明西部区域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在观测期内下降最明显，这与前文所述不谋
而合。从分布形态来看，东、中、西部区域主峰高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曲线宽度都有拓宽态
势，表明与前文测度的区域内部相对差距的变化趋势相一致，东、中、西部区域内部生态福利绩效
水平绝对差距也呈增大趋势，而且中部区域增大趋势最显著。从分布的延展性来看，东部区域有明
显的右拖尾现象，中、西部区域均不存在明显右拖尾现象，说明东部区域存在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明
显超过平均水平的省份。这不难理解，东部区域拥有北京和上海这两座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其产生
的极化效应汇集了众多资源，教育、医疗、科技、社会保障等方面均遥遥领先，导致其生态福利绩
效水平长期居于全国前列。从极化趋势来看，三大区域都有明显的 “双峰”分布，但在具体分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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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不同。东部区域一直保持 “左主右侧”的 “双峰”状态，侧峰一直较小，说明在观测期内东
部区域存在一定梯度效应，呈现微弱两极分化态势。中、西部区域一直保持 “左侧右主”的 “双
峰”状态。与２００６年侧峰初显相比，中部区域主峰高度在不断降低的同时侧峰逐渐凸显，且不断
左移并最终保持在相对稳定的高度，说明中部区域 “梯度效应”明显，呈现较为稳定的两极分化态
势。西部区域的两极分化趋势最显著，在２０１７年最终呈现为两个对峙的 “双峰”，说明西部区域
“梯度效应”最强。相比而言，中部区域两极分化态势次之，东部区域最弱。综合来看，东部区域
综合集聚特征最强，中、西部区域分散化的区域集聚特征更加明显。

（二）基于 Ｍａｒｋｏｖ链的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动态演进
本文借鉴杨明海等［２６］的样本划分思路，同时结合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现实情况，将各省

份按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划分为四种状态，其标准是：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低于当年全国均值７５％的
称为低水平省份，介于７５％～１００％的称为中低水平省份，介于１００％～１５０％的称为中高水平省
份，高于１５０％的称为高水平省份。前文的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１２年是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变化的重要
时间节点，所以以此为节点将观测期划分为两个子时期。表２为整个观测期及两个子时期内生态福
利绩效水平的 Ｍａｒｋｏｖ链转移概率结果。

表２　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 Ｍａｒｋｏｖ链转移概率结果

区域ｔ／ｔ＋１　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

低 中低 中高 高 低 中低 中高 高 低 中低 中高 高

全 低 ９５　０．９６８　４　０．０１０　５　０．０２１　１　０　 ０．９５７　４　０　 ０．０４２　６　０　 ０．９７５　６　０．０２４　４　０　 ０
国 中低 ５９　０．０５０　８　０．７９６　６　０．１５２　５　０　 ０　 ０．８８４　６　０．１１５　４　０　 ０．１１１　１　０．７０３　７　０．１８５　２　０
整 中高 ２０２　０．０１４　９　０．０５９　４　０．９２０　８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２５　６　０．０４２　７　０．９２３　１　０．００８　５　０　 ０．０９８　６　０．９０１　４　０
体 高 ２１　０　 ０　 ０．０４７　６　０．９５２　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１６６　７　０．８３３　３
东 低 ２０　０．９００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　 ０．８７５　０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　 ０．９１６　７　０．０８３　３　０　 ０
部 中低 ３８　０．０５２　７　０．８４２　１　０．１０５　３　０．０１５　６　０　 １　 ０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７３９　１　０．１７３　９　０
区 中高 ６４　０　 ０．１０９　４　０．８７５　０　０．０１５　６　０　 ０．０７３　２　０．９０２　４　０．０２４　４　０　 ０．１７３　９　０．８２６　１　０
域 高 ２１　０　 ０　 ０．０４７　６　０．９５２　３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８７５　０
中 低 ２６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部 中低 １２　０　 ０．９１６　７　０．０８３　３　０　 ０　 ０．８５７　１　０．１４２　９　０　 ０　 １　 ０　 ０
区 中高 ６６　０　 ０．０１５　２　０．９８４　８　０　 ０　 ０．０２７　８　０．９７２　２　０　 ０　 ０　 １　 ０
域 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西 低 ４９　０．９７９　６　０　 ０．０２０　４　０　 ０．９６０　０　０　 ０．０４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部 中低 ９　 ０　 ０．５５５　６　０．４４４　 ０　 ０　 ０．６００　０　０．４００　０　０　 ０　 ０．５００　０　０．５０００ ０
区 中高 ７２　０．０４１　７　０．０５５　６　０．９０２　８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９００　０　０　 ０．０３１　３　０．０６２　５　０．９０６　３　０
域 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从２００４—２０１７年整个观测期来看：（１）全国和三大区域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明显大于非对角
线上的转移概率。以全国总体为例，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几乎都接近１，最小值为第二行第二个元
素０．７９６　６，即有将近８０％的中低水平省份在当年年末仍处于中低水平的平稳状态，仅有５％的省
份向下转移到低水平状态，有１５％的省份向上转移到中高水平状态。这说明各省份生态福利绩效
水平受前期水平的限制很大，呈现路径依赖特征，导致各状态之间流动性较差。深入到区域内部，
东部区域高水平省份保持稳定的概率为０．９５２　３，中、西部区域相应的概率为０；东部区域低水平
省份保持稳定的概率为０．９００　０，中、西部区域相应的概率分别为１和０．９７９　６。可见，由于东部区
域高水平省份的稳定性更高，而中、西部区域低水平省份的稳定性更高，致使区域间差距显著。
（２）全国整体和三大区域非对角线上的元素不全为０，平均分布在对角线两侧，说明在整个观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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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相邻两年之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可以实现不同状态之间的转移。就全国整体层面而言，实现
向上转移比向下转移的概率更低，完成生态福利绩效跨水平跃迁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分区域来
说，东部区域完成向上转移的概率最大，西部区域次之，中部区域最弱。
从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两个子时期的对比来看：（１）就对角线元素而言，与２００４—

２０１１年相比，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全国仅对角线第一个元素增大，其他元素都有减小，说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全国仅低水平省份出现了自我强化，其他省份在不同状态之间的流动性增强。从区域层面，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东部区域的流动性有所增强，同样仅低水平省份出现了自我强化，而中、西部区域
则趋向于更加稳定的状态。（２）就非对角线元素而言，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全国非对角线上元素排列比
较分散，说明相邻两年间处在某一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省份具有跨水平跃迁或下跌的可能。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年非对角线上元素紧密排列在对角线两侧，说明相邻两年间处于某一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省
份只能完成邻近状态之间的转移，因此，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间全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变化趋势更加
平稳。东部区域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向上转移和向下转移的概率相差不大，说明此阶段东部区域内部
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变化剧烈但内部差距变化平稳；中、西部区域非对角线上０元素普遍增多，说明
中、西部区域各省份流动性减弱，尤其是中部区域非对角线元素均为０，说明中部区域各省份路径
依赖特征最显著。

七、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１．从测度结果来看，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空间上呈 “东强、中次、
西弱”的格局。观测期内西部区域下降幅度最大，东部区域次之，中部区域最小，原因在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东部区域降幅得到了有效遏制，西部区域却加速下降。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省域差
距明显，但同一区域内部省份之间的差距较小。

２．从相对差距的测度及分解来看，观测期内全国整体相对差距增大明显，但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增
大趋势有所缓解。东—中部、东—西部、中—西部区域间差距都呈现波动中增大的趋势，东—西部
区域间差距最大，但相对稳定；中—西部区域间差距最小，但增速最快。东、中、西部区域内部差
距同样呈现波动中增大的趋势，东部区域内部差距突出，但相对稳定；中部区域内部差距最小，但
增速最快。超变密度差距是造成空间非均衡的第一来源，区域内部差距贡献次之，地区间差距贡献
最小。

３．从绝对差距的动态演进来看，观测期内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内部绝对差距都明显增
大。东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高水平省份在观测期内表现强劲，而中、西部区域没有出现类似现象。
全国和东、中、西部区域均存在两极分化态势，且西部区域的两极分化态势最强，中部区域次之，
东部区域最弱。Ｍａｒｋｏｖ链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观测期内各省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路径依赖
特征。２０１２年之后，东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同状态之间的流动性增强，中、西部区域生态
福利绩效则趋向于稳定状态。

（二）讨论
生态福利绩效作为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其进行时序分析，可以

反映社会层面福利与生态资源消耗的脱钩程度，进而反映绿色转型发展的经济质量和能级。这突破
了传统追求生态经济效率的弱可持续理论的束缚，构建出基于强可持续理论的生态福利绩效测度工
具。通过分析表明，全国及各东、中、西部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空间，因此
必须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观，使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 “增量”向 “提质”的转变。在生态福利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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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 “东强、中次、西弱”格局的背景下，各区域要瞄准自身生态福利绩效的 “滞增”痛点，探索
提高绩效的新途径。结合生态福利绩效的动态演进规律，建立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促进生态福利绩
效水平的均衡提升。
生态资本运营理念在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后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

的 “双转化”变得更加必要而紧迫。事实上，生态资本运营每一个环节都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
系，生态的资本化与资本的生态化交织循环的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对立
统一的过程，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生态资本运营福利效应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
是对传统意义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升华。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经济社会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福利绩效 （效应）的外延，从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
个层面全面评价福利绩效 （效应）的水平，需要从具体行业或产业角度 （如农业）深入分析其福利
绩效 （效应），需要从微观层面多视角研究居民个体的福利感知及其影响因素，探寻有效缓解 “求
富”与 “求绿”矛盾的最佳途径。这些都将是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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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远建，等：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空间非均衡及动态演进


